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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激励多维影响的双机制识别
———来自中国电影奖项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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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奖项激励相关文献存在视角局限、维度单一和机制识别不清三大问题ꎬ本文依据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８ 年间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评奖情况ꎬ运用双重差分法ꎬ区分和识别了市场选择机制和自身选择

机制下奖项对获奖者后续工作数量、质量和多元化发展的多维激励作用ꎮ 第一ꎬ奖项激励未能对获奖

者的后续工作数量、质量产生显著影响ꎮ 其中ꎬ市场选择机制抑制了男性获奖者对高产、高质的发展

意愿ꎻ两种激励机制对女性获奖者均不显著ꎮ 第二ꎬ两种机制都鼓励获奖者的多元化发展ꎬ但市场选

择机制抑制了较年轻获奖者多元化发展的意愿ꎬ却为较年长获奖者提供多元化发展的机会ꎮ
关键词:奖项激励ꎻ电影产业ꎻ 豆瓣评分ꎻ 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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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设立激励奖项可以将个人工作业绩与晋级、评优紧密联系在一起ꎬ这样既树立了行业标杆ꎬ又可

以鞭策获奖者再接再厉(Ｍａｇｎｕｓꎬ１９８１ꎻＮｅｌｓｏｎꎬ２００５)ꎮ 因此ꎬ企业家、行业协会及学者都高度重视奖

项对获奖者后续工作的激励作用ꎮ 企业通过设计完善的程序选拔最有能力的员工ꎬ对他们进行荣誉

表彰ꎬ以期他们保持出色的工作表现(Ｍａｇｎｕｓꎬ１９８１ꎻＮｅｌｓｏｎꎬ２００５)ꎮ 在科研领域ꎬ获得学术奖项意味

着拥有了荣誉头衔及主持更重大学术研究项目的资格(Ｍａｚｌｏｕｍｉａｎꎬ２０１１)ꎮ 在文学艺术领域ꎬ获得文

学作品的图书奖、音乐领域的格莱美奖或电影行业的奥斯卡奖ꎬ不仅能大大提升获奖作品的知名度和

销售量ꎬ还可以极大地提高获奖者的自身品牌价值ꎬ为其赢来新的发展机遇(Ｎｅ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ꎮ
现有文献通常单一地讨论奖项对获奖者后续工作的“量”或者“质”的激励作用ꎮ 由于对工作

“质”的度量有一定难度ꎬ文献大多以获奖者后续工作的“量”为研究主体ꎮ 刘智强等(２０１８)发现ꎬ企
业内部的奖项增加了获奖员工的创造性产出ꎻ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发现ꎬ获得 ＭＡＫＥ 奖(最受尊敬的知识企

业奖)的企业的经营业绩优于未获奖企业ꎮ 类似的结果在文化产业也得到印证ꎬ奥斯卡奖获得者的后

续电影上映数量ꎬ远高于同期的奥斯卡提名者(Ｎｅ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ꎻＪ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ꎮ 随着该领域研

究的深入ꎬ文献对获奖者后续工作的“质”的研究也逐渐升温ꎮ Ｃｈ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发现:经济学家在获

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项(Ｊｏｈｎ Ｂａｔｅｓ Ｃｌａｒｋ Ｍｅｄａｌ)后ꎬ其学术研究的引用量显著增加ꎬ暗示该奖项

对获奖者后续工作质量有正向激励作用(Ｍｏｅｄꎬ２００６ꎻＨａｍｅｒｍｅｓｈꎬ２０１８)ꎮ
虽然ꎬ早期文献一致认同奖项对获奖者后续工作状态有正向激励作用ꎬ但 Ｆｒａｋｅ (２０１９) 使用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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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匹配法研究后发现ꎬ金球奖获奖者后续上映电影数量比其对照组提名未获奖者低ꎬ对之前文献中

奖项的正面激励作用提出了质疑ꎮ 由此ꎬ文献中相互矛盾的实证结果形成了奖项激励的实证之谜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ｐｕｚｚｌｅ)ꎮ 而破解这一谜团的关键是要深入剖析奖项激励的影响机制ꎮ 目前ꎬ文献普遍认为

奖项对获奖者后续工作状态有两种激励机制:一是市场选择机制ꎬ即获奖者的市场地位在获奖后发生

了突变(Ｎｅ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ꎻＪ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二是自身选择机制ꎬ即获奖者在获奖后调整了自身的

发展意愿(Ｆｒａｋｅꎬ ２０１９ꎻ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１)ꎮ 然而ꎬ这两种机制均不能对获奖者的后续工作状态形

成确定的理论预测ꎮ 获奖者在这两种机制的作用下ꎬ有可能更努力地在已被认可的领域中继续努力ꎬ
呈现出奖项激励的正面作用ꎻ也有可能因获奖而得到拓展新工作的机会ꎬ从而分散了在原工作领域的

精力ꎬ呈现出奖项激励的负面作用(Ｆｒａｋｅꎬ２０１９ꎻ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１)ꎮ
综上所述ꎬ造成文献中奖项激励实证之谜的原因有三点:
一是缺乏对获奖者后续工作多元化发展的关注ꎮ 随着产业不断融合ꎬ新工种层出不穷ꎬ获奖者作

为工作能力及综合素质都极强的群体ꎬ不能忽视他们在获奖后对新领域的尝试和探索ꎮ 因此ꎬ理解获

奖后的多元化发展是准确理解获奖后工作“量”与“质”的关键ꎮ
二是缺少对获奖者后续工作状态的多维研究ꎮ 现有文献大多从单一维度研究奖项对获奖者后续工

作“量”或“质”的激励作用ꎮ 而获奖者是同时对其工作数量、质量ꎬ乃至多元化发展进行决策的ꎮ 因此ꎬ
对获奖者后续工作状况进行多维联立分析ꎬ有利于系统地探索奖项激励对获奖者后续工作状态的影响ꎮ

三是机制识别不清ꎬ现有文献忽略了奖项激励会受到市场选择和自身选择双机制的影响ꎮ 已有

的实证结果其实代表了双机制下奖项激励的总效果ꎬ但由于难以区分这两种机制ꎬ造成了看起来相互

矛盾的实证结果ꎮ 因此ꎬ亟需重新对奖项激励进行包括机制分析的系统性实证研究ꎮ
上述奖项激励文献中的三大局限也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ꎮ 在企业或者行业内部研究奖项激励的多

维影响ꎬ需逐个追踪获奖者及其对照组在奖项揭晓前后的工作数量、质量及多元化发展情况ꎮ 这些微观

数据较难获取ꎬ尤其是很多行业的个体工作质量和多元化发展程度难以衡量ꎮ 随着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进

程的不断加快ꎬ涌现出新的高质量文化产业数据ꎬ这些数据可以相对及时、透明地反映和追踪文艺工作者

的工作成果和文艺作品的市场反馈ꎮ 因此ꎬ文艺奖项逐渐成为研究奖项激励的重要话题 (Ｆｒａｋｅꎬ２０１９)ꎬ
该领域的奖项激励作用和机制ꎬ对理解其他领域的奖项激励有很大的借鉴性和启发性ꎮ

十八大以来ꎬ我国的文化产业得到了平稳、快速发展ꎬ其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ꎬ从 ２００４ 年到 ２０１７
年翻了一番ꎬ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新兴产业ꎮ 而我国文化产业中的电影产业则发展势头更加强劲ꎬ截
至 ２０１８ 年ꎬ我国电影总票房已高达 ６０９.８ 亿元ꎬ跃居全球各国电影票房排名的第二位ꎬ仅次于美国(韩
莹莹等ꎬ２０１９)ꎮ 同其他行业的奖项一样ꎬ电影奖项既可树立标杆、榜样ꎬ引导方向ꎬ又可鞭策获奖者创

作出更好的作品ꎮ 因此ꎬ电影奖项的激励作用不仅会影响文艺工作者的人力资本发展ꎬ也会影响我国

电影产业的后续发展ꎮ 因此ꎬ探索电影奖项的激励作用及其机制ꎬ有助于理解文艺工作者人力资本发

展规律和电影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ꎬ有利于促进我国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ꎮ
为弥补文献空白ꎬ拓展对奖项激励的认知ꎬ助力文化产业发展ꎬ本文选取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ꎬ以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年间提名未获奖者为控制组ꎬ以提名获奖者为实验组ꎬ运用双重差分法ꎬ区分和识别市场

选择机制和自身选择机制下奖项激励对获奖者后续工作状态的多维影响ꎮ 本文以上映电影数量为工

作数量指标ꎬ以上映电影的豆瓣平均评分为工作质量指标ꎬ以上映电影的作品类型为多元化发展指

标ꎬ构建似无相关模型(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ꎬＳＵＲ)来控制多维联立性偏差ꎬ识别奖项激励

的多维影响ꎮ 在此基础上ꎬ利用提名作品完成至被奖项提名这一时间间隔ꎬ识别奖项激励的自身选择

机制ꎬ以此区分奖项的两种激励机制ꎬ破解奖项激励的实证之谜ꎮ 研究发现ꎬ奖项激励对获奖者后续

工作数量和质量的总效果不显著ꎬ但造成这一结果的机制因获奖者性别、提名年龄和提名奖项类型不

同而存在异质性ꎻ市场选择和自身选择机制均鼓励获奖者的多元化发展ꎬ但其机制也因性别、提名年

龄和提名奖项而存在异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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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机制下的奖项激励作用

奖项对获奖者的激励机制分为外部市场选择机制和内部自身选择机制ꎬ这两种机制对获奖者后

续工作状态的影响并没有确定的理论预测ꎮ 换言之ꎬ这两种机制对获奖者后续工作状态的影响取决

于实证研究ꎮ
首先ꎬ获奖提升了获奖者的市场地位ꎬ从而影响了外部市场对获奖者的评价(Ｎｅ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ꎮ

评价一个人工作水平的优劣往往需要长期而多次的工作往来才能了解ꎬ这种投资从时间和金钱上都

十分昂贵ꎮ 而获得备受关注和业界认可的奖项ꎬ获奖者可以在短时间内向市场暗示其具备突出的工

作能力ꎬ使获奖者的市场地位陡然上升ꎮ 因此ꎬ获奖者会得到更多的市场关注(Ｆｒａｎｋ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５ꎻＥｎｇ￣
ｌｉｓｈꎬ２００５ꎻＫｏｖａｃ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ꎬ在短时间内接触到大量的资源和机会(Ｋｏｖａｃ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ꎬ更便捷地获

得市场准入(Ｐｏｄｏｌｎｙꎬ１９９３ꎻＪｅｎｓｅｎꎬ２００３)ꎬ乃至获得更高的市场价格(Ｍａｌｔｅｒꎬ２０１４)ꎮ
然而ꎬ值得注意的是ꎬ获奖者因获奖而身处更好的市场环境后ꎬ获奖对其后续工作状况的影响是

正向还是负向ꎬ并没确定的理论支撑ꎮ 就获奖后工作数量而言ꎬ获奖者的地位提升ꎬ确实可以使该获

奖者接触到更多的工作机会ꎻ但同时ꎬ其地位提高伴随着市场价值的提升ꎬ又可能使其在市场中的需

求收窄ꎬ故难以确定其获奖后的作品数量是否一定会升高或者降低ꎮ 同理ꎬ奖项激励对获奖者后续作

品质量的影响也难以判断ꎮ 就获奖后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而言ꎬ获奖者因某一项工作而获奖ꎬ市场既可

以激励其继续从事该类工作ꎬ使其形成专业化的发展趋势ꎻ又可因相信其工作能力而委以新的工作类

型ꎬ进而使其形成多元化的发展趋势ꎮ
其次ꎬ获奖者自身拥有了更多的发展选择ꎬ可以从数量、质量及多元化发展三个方面调整自身的

发展意愿ꎮ 在数量及质量方面ꎬ获奖者既可以选择在获奖后享受更多的闲暇时间ꎬ进而降低后续工作

的数量或质量ꎻ也可以选择在奖项激励下更加努力地工作ꎬ进而提高其后续的工作的数量或质量ꎮ 就

多元化发展而言ꎬ多元化发展可以更好地开拓新市场ꎬ抵御单一事业类型的风险(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ꎻ同时ꎬ专一化的发展战略有助于降低成本ꎬ垄断市场ꎬ因为获奖者已经在某一方面获得了极大

认可ꎬ获奖者可以选择继续保持其在该方面的优势ꎬ形成专一性的发展战略ꎮ
从上述机制讨论中不难看出ꎬ市场选择机制抑或是自身选择机制ꎬ都不能直接从理论上对奖项的

激励作用做出明确判断ꎬ而是需要在实证研究中区分和识别市场选择机制和自身选择机制对获奖者

后续工作状态的多维影响ꎬ来系统阐述奖项的激励作用ꎬ解释现有文献中相互矛盾的实证结果ꎮ 因

此ꎬ本研究首先识别市场选择和自身选择双机制下奖项激励的总效果ꎻ然后再识别自身选择机制对奖

项激励的影响ꎻ最后ꎬ依据奖项激励的总效果和自身选择机制下奖项的激励作用ꎬ推断市场选择机制

对奖项激励的影响ꎬ阐明奖项激励的两种影响机制ꎮ

三、奖项激励的双机制识别

(一)识别策略

１.识别市场选择和自身选择双机制下的奖项激励总效果

对一个电影奖项而言ꎬ本研究认为:在同一届评选中ꎬ奖项提名者之间的工作能力及工作状况在

奖项揭晓前(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０)非常接近ꎬ没有显著差别ꎮ 因此ꎬ将参加同届奖项评选的获奖者和提名未获奖

者分别定义为实验组(ａｗａｒｄｉ ＝ １)和控制组(ａｗａｒｄｉ ＝ ０)ꎮ 而奖项揭晓后(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１)ꎬ获奖者陡然得到

新的市场选择及自身选择机会(如图 １)ꎮ 这一识别策略类似于 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中以大型工厂

选址最终获胜城市为实验组ꎬ以进入最终评审但惜败的一或两个城市为对照组的识别策略ꎻ也类似于

在分数线上下极小分差群体中(如分数线上下 １ 分)ꎬ以比分数线高的人群为实验组ꎬ以比分数线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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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为控制组的识别策略(Ｐａｒｋ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ꎻＬｕｃａ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本研究以三年为时间窗口ꎬ以奖项揭晓前三年为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０ꎻ以奖项揭晓后三年为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１ꎮ 这一

设置是因为文艺作品创作和发行周期一般为 ２－３ 年ꎬ使用一年为时间窗口容易出现某一年作品发行

数量极高而其他年份毫无作品的情况ꎮ 所以ꎬ本研究使用双重差分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ꎬ
ＤＩＤ)ꎬ以式(１)识别市场选择和自身选择双机制下的奖项激励总效果ꎮ

　 　 Ｙｉｋꎬｔ ＝β０＋β１ａｗａｒｄｉ＋β２ｐｅｒｉｏｄｔ＋β３ａｗａｒｄｉ∗ｐｅｒｉｏｄｔ＋β４ＣＶｉ＋μｔ＋ｆｔｙｐｅ＋εｉｋꎬｔ (１)
式(１)中ꎬＹｉｋꎬｔ为被解释变量ꎬ可分别代表第 ｉ 个提名者在两个可选时间段(ｐｅｒｉｏｄｔ ＝０ 或者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１)

的工作状态维度 ｋ(数量、质量及多元化发展)ꎻａｗａｒｄｉ ＝ １ 为提名获奖者ꎻａｗａｒｄｉ ＝ ０ 为提名未获奖者ꎻ
奖项激励对获奖者后续工作状态的总效果是交互项ａｗａｒｄｉ∗ｐｅｒｉｏｄｔ对应的系数β３ꎻＣＶｉ为提名者的个人

特征控制变量向量ꎻμｔ表示提名年份固定效应ꎬｆｔｙｐｅ 代表提名奖项类型固定效应ꎻεｉｋꎬｔ是不可观测的个

体异质性误差和时变误差的随机扰动项ꎮ
２.识别奖项激励的自身选择机制

本研究假设从提名作品完成到被奖项提名前这一时间段ꎬ提名者本人及市场尚未得知该作品及

个人即将被提名ꎬ因此ꎬ市场选择机制对该提名者在这段时间没有发生变化ꎬ不会对该提名者的工作

状况产生影响ꎮ 但一部作品的主创人员在提名前ꎬ基于其创作过程ꎬ已经对该作品的品质和获奖可能

性做出了估计ꎬ比市场拥有更多的私人信息ꎮ 因此ꎬ提名者在提名作品完成至被奖项提名前这段时

间ꎬ基于自己对该作品完成度和自身能力的私人信息ꎬ已经开始对自己某方面的工作能力加以认可ꎬ
并着手对自身发展做出新的规划ꎮ 所以ꎬ提名者在提名作品完成至被奖项提名前这段时间的工作状

况变化ꎬ属于自身选择机制的影响效果ꎬ不受市场选择机制的影响(如图 １)ꎮ 特别是ꎬ由于电影拍摄

周期较长ꎬ大多数演员会提前 １－２ 年规划未来的工作ꎬ而提名作品完成到被奖项提名这一时间段一般

不超过 １－２ 年ꎮ 所以ꎬ电影上映后的票房情况将不会影响演员在提名作品完成到被奖项提名前这一

时间段中的工作安排ꎮ
同时ꎬ本研究假设提名者基于其创作感受和自我能力判断做出的得奖估计和随之进行的自身选

择ꎬ在奖项揭晓后将被延续ꎮ 这是因为即便提名者在获奖后可能进一步在自身选择机制下改变其工

作状态ꎬ但由于文艺创作需要较长的筹备期ꎬ提名后 ３ 年的工作大部分是在提名前签约的ꎬ所以不会

影响本研究的识别策略ꎮ

图 １　 奖项激励总效果和自身选择机制双重差分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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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电影作品拍摄完成时间与电影奖项提名公布的时间差ꎬ本研究以提名作品完成时间为节点ꎬ
以作品完成到被奖项提名时间为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１ꎬ时间间隔为 ｔ 年ꎬ由此往前推同等对称时间间隔 ｔ 年为

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０ꎮ 使用双重差分方法ꎬ以式(２)识别自身选择机制对奖项激励的影响ꎮ
　 　 Ｙｉｋꎬｔ ＝ θ０＋θ１ａｗａｒｄｉ＋θ２ｐｅｒｉｏｄ′ｔ＋θ３ａｗａｒｄｉ∗ｐｅｒｉｏｄ′ｔ＋θ４ＣＶｉ＋νｔ＋ζｔｙｐｅ＋ηｉｋꎬｔ (２)
式(２)中ꎬＹｉｋꎬｔ为被解释变量ꎬ可分别代表第 ｉ 个提名者在两个可选时间段(ｐｅｒｉｏｄ′ｔ ＝０ 或者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１

的工作状态维度 ｋ(数量、质量及多元化发展)ꎮ 奖项激励通过自身选择机制对获奖者后续工作状态

的影响为ａｗａｒｄｉ∗ｐｅｒｉｏｄ′ｔ交互项的对应系数θ３ꎮ ＣＶｉ为提名者的个人特征控制变量向量ꎮ νｔ表示提名

年份固定效应ꎬζｔｙｐｅ 表示提名奖项类型固定效应ꎮ ηｉｋꎬｔ是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误差和时变误差的

随机扰动项ꎮ
３.估计方法

因为控制组和实验组中的提名者均会从工作数量、质量和多元化发展三个维度整体地考虑其工

作状态ꎬ所以后续工作状态三个维度的εｉｋꎬｔ或ηｉｋꎬｔ存在潜在相关性ꎮ 比如ꎬ难以观测和度量的演员个人

性格特点、演员和创作团队的磨合情况、家庭情况等等ꎬ会同时影响提名人的工作数量、质量和多元化

发展ꎮ 因此ꎬ本研究的实证模型是三个不同的因变量(工作数量、质量和多元化发展)被相同的一组自

变量所解释ꎬ但这三个因变量的残差项存在潜在的相关性ꎮ 常用的最小二乘估计法(ＯＬＳ)是假设因

变量之间的残差项相关性为 ０ꎮ 因此ꎬ使用 ＯＬＳ 方法会降低奖项激励的估计有效性ꎮ 基于这一情况ꎬ
本研究选取了似无相关模型(ＳＵＲ)ꎮ ＳＵＲ 估计允许多个方程残差项之间的协方差不为 ０ꎬ通过最大似

然估计ꎬ排除因变量残差项之间的非零协方差造成的识别干扰ꎬ准确识别奖项激励对不同因变量的影

响(Ｇｒｅｅｎꎬ２０１２)ꎮ

(二)中国电影奖项的选择

我国有三大全国性权威电影奖项ꎮ 大众电影百花奖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文联于 １９６２ 年开

始联合主办ꎬ由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电影刊物«大众电影»发放选票ꎬ由读者(观众)投票产生奖项ꎬ代表

观众对电影的看法和评价ꎬ因此又被称为“观众奖”ꎮ 中国电影金鸡奖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于 １９８１ 年开始联合主办ꎬ其评奖委员会是由中国最具权威的导演艺术家、表演艺术

家、电影剧作家、摄影家、音乐家、美术家ꎬ以及电影理论家、教育家、事业家共同组成ꎬ因此又被称为

“专家奖”ꎮ 中国电影华表奖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于 １９９４ 年开始联

合主办的ꎮ 它由政府出资奖励优秀的电影工作者ꎬ是中国(内地)电影界的“政府奖”ꎬ代表党和国家

对电影事业的大力支持ꎮ
中国三大电影奖项是由不同部门组织的ꎬ有不同的评选规则和侧重ꎬ代表了不同的奖项评选制

度ꎮ 本研究的重点是区分和识别奖项激励的市场选择机制和自身选择机制ꎮ 获得任何奖项后ꎬ获奖

者都可以通过自身选择机制对后续工作状态做出调整ꎮ 但市场选择机制不同ꎬ以观众喜好为导向的

电影奖项对市场的影响可能高于其他类型的电影奖项ꎮ 因此ꎬ选择以观众喜好为导向的电影奖项ꎬ有
利于通过研究电影奖项的激励机制辐射奖项激励的一般规律ꎮ 本文选择大众电影百花奖作为研究对

象ꎬ因为它是我国历史最悠久且最有观众基础的权威电影奖项ꎬ可以充分代表市场风向ꎮ

(三)数据、变量选择及描述统计

构建文化大数据平台是探索文化产业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石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文化和旅游部发

布了«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ꎬ提出以数据驱动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发展ꎬ加强

文化大数据的采集、分析和运用ꎮ 本研究通过梳理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年间大众电影百花奖所有演员奖项

提名者及其获奖前后参演的重要电影作品信息ꎬ整合了百花奖评奖信息、“百度百科”、“豆瓣电影”
等平台信息ꎬ构建了贯穿电影奖项与电影产业的数据链条ꎬ可以为后续构建我国文化大数据平台提

供参考ꎮ
本研究使用的总样本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年间获得过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的演员ꎬ覆盖百花奖所

􀅰３９􀅰



有演员的奖项类型ꎬ即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女配角奖四项ꎮ 为确保研究

的时效性ꎬ本研究没有将 １９６２－２０００ 年间获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提名者纳入研究范畴ꎮ 考虑到港澳台

演员参评百花奖时会受其他非专业因素的影响ꎬ本研究未包括极少数的港澳台籍提名演员ꎮ 最终ꎬ本
研究的样本数为 ２３３ 名百花奖提名者ꎮ 在这 ２３３ 名提名者中ꎬ同一提名者因同一电影作品获得两个

及以上电影奖项的演员不超过 ５％ꎮ 这说明ꎬ由于评奖规则和侧重不同ꎬ三大电影奖项的评奖结果重

叠性较低ꎬ多重获奖对本研究识别双机制下的奖项激励作用干扰不大ꎮ
因为大众电影百花奖为电影奖项ꎬ本研究对提名者工作状况的度量主要是基于其在电影方面的

工作ꎬ电影基本信息及提名者个人特征变量来自“豆瓣网”电影板块ꎮ 提名者的一些个人特征控制变

量ꎬ如婚姻状况、是否有表演相关学历和父母是否为演艺人员等变量来自“百度百科”ꎮ
１.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着重度量提名者在电影方面三个维度的工作状态ꎮ 由于电影是团队工作成果ꎬ选择研究

样本时必须明确提名者在电影中的贡献ꎮ 因此ꎬ本研究选取了 ２３３ 名提名者在对应时间段中以主创

身份(排名前四名的演员)参演的电影来度量其工作状况ꎮ 选取提名者排名位于前四名的电影(一般

男女演员各两名)是为了确保演员在该电影中投入了足够的时间ꎬ充分发挥了专业技能ꎬ并且对电影

作品质量负主要责任ꎬ进而确保电影属性与提名演员属性之间存在真实的因果关系ꎬ有效地代表提名

者的工作状态ꎮ
本研究选取提名者在相应时间内以主创身份参演上映电影的数量代表其工作数量ꎮ 在 ２３３ 名提

名者中ꎬ以奖项揭晓为界ꎬ提名者在前后三年平均以主创身份参演上映电影数量平均不足 ７ 部ꎻ以提

名作品完成时为界ꎬ以提名作品完成至奖项揭晓为 ｔ 时间段ꎬ提名者前后两个时间段以主创身份参演

的上映电影数量平均不足 ３ 部ꎮ
参考 Ｄｅｌｌａｒｏｃａｓ(２００３)和 Ｌ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的研究ꎬ本研究以提名者以主创身份参演上映电影的豆

瓣平均评分代表其工作质量ꎮ 我国电影行业的统计数据差异较大ꎬ不同机构对于同一电影作品的评

价标准不一ꎮ “豆瓣网”是我国规模较大的电影信息平台ꎬ不仅电影信息丰富、全面ꎬ而且其网站的商

业化程度较低ꎬ不与票房、播放会员或者其他商业广告挂钩ꎮ 因此ꎬ受当前娱乐流量的影响较小ꎬ拥有

极高的群众基础ꎬ是目前相对公正的、代表观众对电影评价的数据来源ꎮ “豆瓣网”对电影的评分分为

十档ꎬ１０ 分为最高分ꎮ 在 ２３３ 名提名者中ꎬ以奖项揭晓为界ꎬ前后三年平均以主创身份参演上映电影

的平均豆瓣评分为 ６.６ꎻ以提名作品完成时为界ꎬ以提名作品完成至奖项揭晓为 ｔ 时间段ꎬ提名者前后

两个时间段以主创身份参演上映电影的平均豆瓣评分为 ５.６ꎮ
本研究对提名者工作多元化发展程度的度量是基于其参演电影的作品类型构建的ꎮ 电影的作品

类型从大类上划分为剧情片、喜剧片、爱情片、恐怖片等ꎮ “豆瓣网”对每一个电影类型都加以分类ꎬ通
常会给出 １－３ 个作品类型标签ꎮ 本研究选取每部电影的第一作品类型标签作为该电影的作品类型ꎬ
代表每一部电影最重要的类型特点ꎬ保证电影作品类型数据选取标准的一致性ꎮ

本研究使用提名后提名者是否以主创身份参演了新作品类型这一哑变量ꎬ来度量其多元化发展ꎮ
本研究先提取提名者在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０ 或者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０ 以主创身份参演上映电影的作品类型ꎬ再提取相对

应的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１ 或者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１ 以主创身份参演上映电影的作品类型ꎬ比较同一个提名者在两个时间段

内的作品类型ꎬ如果出现新的作品类型ꎬ则“是否有新作品类型”这一变量在的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１ 或者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１
计作 １ꎻ如果没有ꎬ则计作 ０ꎮ 同时ꎬ所有提名者在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０ 或者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０ 对于“是否有新作品类型”
这个变量均计作 ０ꎮ 例如ꎬ提名者在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０ 或者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０ 以主创身份参演了剧情片和爱情片ꎬ如
果该提名者在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１ 或者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１ 以主创身份参演了恐怖片ꎬ则“是否有新作品类型”这个变量

计作 １ꎻ如果仅参演了剧情片或爱情片ꎬ则“是否有新作品类型”这个变量计作 ０ꎮ
虽然电影类型的划分存在一定的模糊性ꎬ但豆瓣网作为专业的电影信息平台ꎬ是可依赖的系统性

获取电影作品类型分类的重要数据来源ꎮ 使用“是否有新作品类型”这一哑变量来度量提名者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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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ꎬ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某些占比较大的电影作品类型造成的度量误差ꎮ 常见的电影作品类型

更有可能因提名前后都可能参演ꎬ而无法代表“新的作品类型”ꎬ因此不被计入内ꎮ “是否有新作品类

型”则可以突出提名前后区别较大的电影作品类型ꎬ更好地代表提名者在电影作品类型方面的拓展ꎬ
进而更好地度量提名者的多元化发展ꎮ ２３３ 名提名者在提名前后分别平均参演不到 ３ 种电影作品类

型ꎬ虽然作品类型数差别不大ꎬ但作品类型出现很大变化ꎬ４８％的提名者在提名后以主创身份参演了

新的作品类型ꎮ
由于提名者均为演员ꎬ他们有可能涉足其他演艺活动ꎬ如成为导演ꎬ参演电视剧或者进军音乐界

(Ｆｒａｋｅꎬ２０１９)ꎬ进而形成更广泛意义上的多元化发展ꎮ 但在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的今天ꎬ在团队及外

包服务的帮助下ꎬ完成一次非电影甚至非表演类工作的难度逐渐降低ꎮ 因此ꎬ如果对提名者多元化发

展的定义过于宽泛ꎬ就会造成严重的界定问题ꎬ比如:仅导演过一部电影是否算拓展了导演方面的工

作? 仅发布一首歌曲是否算拓展了音乐方面的工作? 另外ꎬ包含电影以外的工作可能会需要增加新

的数据来源ꎬ如音乐领域等ꎮ 因此ꎬ本研究将提名者的多元化发展限定在其电影工作范围内ꎬ虽然可

能低估了奖项激励对获奖者多元化发展的影响ꎬ但可以确保数据来源的可靠性ꎮ 表 １ 为被解释变量

的说明及统计描述ꎮ

表 １ 被解释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 变量说明
ｐｅｒｉｏｄ＝ ０ｐｅｒｉｏｄ＝ １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总数量
提名前 /后 ３ 年内以主创身份参演上

映电影的作品总数量
２３３ ６.９０ ５.２３ ２３３ ６.５２ ５.３６

豆瓣评分
提名前 /后 ３ 年内以主创身份参演上

映电影的豆瓣平均评分
２３３ ６.７４ ０.６９ ２３３ ６.４６ ０.８２

是否有新

作品类型

奖项揭晓后 ３ 年ꎬ ＝ ０ 无新作品类型ꎻ
＝ １ 有新作品类型

２３３ ０ ０ ２３３ ０.４８ ０.５０

作品类型数
提名前 /后 ３ 年内以主创身份参演电

影的作品类型数量
２３３ ２.４４ １.４４ ２３３ ２.３７ １.４０

总数量 ２
提名作品完成时间前 /后 ｔ 年以主创

身份参演上映电影的作品总数量

ｐｅｒｉｏｄ′ ＝ ０ ｐｅｒｉｏｄ′ ＝ １

２３３ ３.０８ ２.４２ ２３３ ２.５４ ２.６５

豆瓣评分 ２
提名作品完成时间前 /后 ｔ 年以主创

身份参演上映电影的豆瓣评分均值
２３３ ６.４３ １.６７ ２３３ ４.６８ ３.０１

是否有新

作品类型 ２
提名作品完成时间后 ｔ 年ꎬ ＝ ０ 无新

作品类型ꎻ＝ １ 有新作品类型
２３３ ０ ０ ２３３ ０.４８ ０.５０

作品类型数
提名作品完成时间前 /后 ｔ 年以主创

身份参演上映电影的作品类型数量
２３３ １.７３ １.００ ２３３ １.４７ １.２８

２.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

在 ２２３ 名百花奖提名者中ꎬ３０％获男主角提名ꎬ２３％获男配角提名ꎻ ２８％获女主角提名ꎬ１９％获女

配角提名ꎮ 最终ꎬ仅有 １６％的提名者获奖ꎬ成为本研究的实验组ꎮ
为控制其他会影响提名者工作状态的变量ꎬ本研究加入了演员个体特征变量ꎬ如性别、民族、星

座、提名年龄、是否有表演相关学历等ꎬ还有其父母是否是演艺人员ꎮ 另外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中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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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获奖 /提名作品中的主演顺序ꎮ 可能还存在其他影响提名者工作状态的控制变量ꎬ但本研究的研

究重点是对奖项激励的双机制识别ꎮ 因此ꎬ在计量方法上使用了似无相关模型(ＳＵＲ)ꎬ通过估计残差

项协方差ꎬ控制了可能同时影响工作状态三维度ꎬ但难以度量的其他变量ꎬ以准确高效地识别奖项的

激励作用ꎮ 表 ２ 是主要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的说明及统计描述ꎮ

表 ２ 主要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变量说明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是否获奖 ＝ ０ 提名未获奖ꎻ＝ １ 提名且获奖 ４６６ ０.１６１０ ０.３６８０

奖项类型 １(男主角) ＝ ０ 非男主角提名 /获奖ꎻ＝ １ 男主角提名 /获奖 ４６６ ０.３０１６ ０.４５９４

奖项类型 ２(女主角) ＝ ０ 非女主角提名 /获奖ꎻ＝ １ 女主角提名 /获奖 ４６６ ０.２７６８ ０.４４７９

奖项类型 ３(男配角) ＝ ０ 非男配角提名 /获奖ꎻ＝ １ 男配角提名 /获奖 ４６６ ０.２２７３ ０.４１９５

奖项类型 ４(女配角) ＝ ０ 非女配角提名 /获奖ꎻ＝ １ 女配角提名 /获奖 ４６６ ０.１９４２ ０.３９６０

阶段 ＝ ０ 提名 /获奖前一阶段ꎻ＝ １ 提名 /获奖后一阶段 ４６６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０１０

性别 ＝ ０ 女性ꎻ＝ １ 男性 ４６６ ０.５２９０ ０.５０００

星座 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离散变量(１－１２) ４６６ ６.４７５０ ３.９９４０

民族 ＝ ０ 非汉族ꎻ＝ １ 汉族 ４６６ ０.７９３０ ０.４０５０

提名年龄 实际值 ４６６ ３９.１５０ １１.５４００

是否有表演相关学历 ＝ ０ 无表演相关学历ꎻ＝ １ 有表演相关学历 ４６６ ０.６２４０ ０.４８５０

父母是否为演艺人员 ＝ ０ 父 /母非演艺人员ꎻ＝ １ 父 /母是演艺人员 ４６６ ０.０７０２ ０.２５６０

在获奖 /提名作品中的主演顺序 ０－４ 离散值ꎬ演员在获奖作品中为第几主演 ４６６ １.５１７０ １.２６５０

四、实证结果

使用双重差分法时ꎬ为了确保控制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别仅源于获奖这一突发的变化状态ꎬ需要

满足实验组(ａｗａｒｄｉ ＝ １)和控制组(ａｗａｒｄｉ ＝ ０)在奖项揭晓前的工作状态没有显著区别ꎮ 表 ３ 显示ꎬ实
验组与控制组在奖项揭晓前的工作数量、质量以及以主创身份参演的电影作品类型数三个维度之间

并无显著差异ꎮ

表 ３ 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被解释变量在(ｐｅｒｉｏｄｔ ＝０)的差异比较

数量 质量 作品类型数

Ｄｉｆｆ －０.２７５０ －０.１４６０ －０.０２２９

(０.１６００) (０.１５００) (０.０１７０)

　 　 注:括号内为 ｔ 检验标准误ꎮ ∗∗∗、∗∗和∗分别代表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显著ꎮ

为进一步确认使用双重差分的可行性ꎬ本研究比较了表 ２ 中控制变量在对照组和实验组中是否

有显著差别ꎮ 表 ４ 显示所有控制变量在对照组和实验组中均无显著差别ꎮ 因此ꎬ本研究满足使用双

重差分法识别奖项激励对获奖者后续工作数量、质量及多元化发展影响的基本假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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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控制变量差异比较

性别 星座 民族 获奖年龄
是否有表演

相关学历

父母是否为

演艺人员

在获奖 /提名作品

中的主演顺序

Ｄｉｆｆ ０.０１９２ －０.２５８８ ０.０２８７ ０.４４９４ －０.０５０９ －０.０９９６ －０.４５４０

(０.０６１８) (０.４９４１) (０.０５０１) (１.４０４６) (０.０５９９) (０.０３１３) (０.１５５１)

　 　 注:括号内为 ｔ 检验标准误ꎬ∗∗∗、∗∗和∗分别代表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显著ꎮ

(一) 市场选择和自身选择双机制下的奖项激励总效果

使用 ＳＵＲ 估计方法ꎬ通过控制工作状态三个维度的残差项相关性ꎬ奖项激励对获奖者后续工作状

态多维影响的总效果见表 ５ꎮ 结果显示ꎬ工作状态三个维度的残差项两两高度显著相关ꎬ且相关性较

大ꎮ 因此ꎬ使用 ＳＵＲ 模型控制其残差项协方差是极有必要的ꎬ保证了估计的有效性ꎮ

表 ５ 奖项激励的总效果(ＳＵＲ)
(１) (２) (３)

变量 总数量 豆瓣评分 新类型

获奖 １.２６２０ －０.１１４０ －０.００２４
(１.０２５０) (０.１１７０) (０.０１００)

阶段 －０.５５７０ －０.２２４０∗∗∗ ０.４５９０∗∗∗

(０.５０６０) (０.０７６０) (０.０３５６)
获奖∗阶段 ０.６８５０ －０.１３７０ ０.１５７０∗

(１.３５５０) (０.１８１０) (０.０８６５)
父母是否是为演艺人员 １.４１５０ ０.２７７０∗∗ ０.０４２１

(０.９０８０) (０.１２２０) (０.０６２０)
是否有表演相关学习 ０.７２５０ ０.１０００ －０.０２００

(０.４９１０) (０.０７４４) (０.０３４８)
民族 ０.６１５０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４２７

(０.５４４０) (０.０９２８) (０.０４２６)
提名年龄 －０.０６４５∗∗∗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１５)
星座 ０.１５３０∗∗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６２３)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０４３)
获奖作品中主演顺序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４

(０.１９３０)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１３０)
常数项 ７.１４８０∗∗∗ ５.９５９０∗∗∗ －０.０１３９

(１.１６５０) (０.１９９０) (０.０８６４)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奖项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残差项相关性

(１) － －０.３３４０∗∗∗ ０.３１６０∗∗∗

(２) －０.３３４０∗∗∗ － －０.１１６０∗∗

(３) ０.３１６０∗∗∗ －０.１１６０∗∗ －

Ｎ ４６６ ４６６ ４６６

　 　 注:表中报告了估计系数ꎬ括号内为标准误ꎮ ∗∗∗、∗∗和∗分别代表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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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的结果表明:奖项激励对获奖者后续工作数量和质量都没有显著影响ꎬ只是对多元化发展有

正向影响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 Ｆｒａｋｅ(２００９)的理论推测ꎬ即:获奖者由于拓展了新的工作类型而

分散了对原有工作类型的精力ꎬ获奖后并未在被肯定的工作领域进一步提高“量”和“质”ꎮ 因此ꎬ在
研究奖项的激励作用时ꎬ考虑获奖者的多元化发展是很有必要的ꎬ因为获奖者后续工作的多元化发展

使得奖项难以对获奖者后续工作数量和质量产生激励作用ꎮ
虽然从整体上ꎬ奖项激励总效果对于获奖者后续多元化发展有正向的作用ꎬ但对于一些知名演员

来说ꎬ观众对于他们获奖后的多元化发展状况比较了解ꎬ凭直觉就可以感觉到他们获奖后的多元化发

展趋势是不同的ꎮ 比如著名男演员葛优ꎬ于 ２００２ 年获百花奖ꎮ 获奖前三年ꎬ他只以主创身份参演剧

情类影片ꎬ如«有话好好说»ꎬ和喜剧类影片ꎬ如«甲方乙方»ꎮ 获奖后三年ꎬ葛优除了以主创身份继续

参演剧情类和喜剧类影片外ꎬ还参与了悬疑类影片ꎬ拓展了新作品类型ꎮ 女演员中李冰冰和许晴分别

于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ꎬ但获奖后她们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有些许不同:李冰冰获奖

时为 ３３ 岁ꎬ获奖后三年她不再参与武侠类电影ꎬ没有拓展多元化的发展方向ꎻ而许晴是在 ４１ 岁时获

奖ꎬ获奖后三年ꎬ她拓展了新的电影作品类型ꎬ以主创身份参演了获奖前她没有涉及过的喜剧类和音

乐剧类电影ꎮ
这些耳熟能详的知名演员在获奖后不同的多元化发展趋势ꎬ在文献中也有所反映ꎬ如 Ｊ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就发现奥斯卡的奖项激励作用存在性别异质性ꎮ 基于上述几个著名演员的案例ꎬ本研究根据

提名者性别、提名年龄及提名奖项类型进行分组ꎬ探究奖项激励的总效果是否存在异质性ꎮ 在以下异

质性分析中ꎬ本研究均采用 ＳＵＲ 模型同时估计奖项激励对三个维度工作状态的影响ꎬ以图的形式ꎬ报
告代表奖项激励总效果的双重差分交互项系数及其显著性ꎮ

１.基于性别、提名年龄的异质性研究

将提名者根据性别进行分组ꎬ由性别造成的奖项激励异质性见图 ２ꎮ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获奖者ꎬ
其获奖后的工作数量和质量均与同性别提名未获奖者无显著差异ꎮ 但奖项促进了男性获奖者的多元

化发展ꎬ获奖后ꎬ男性获奖者以主创身份参演新作品类型的可能性提高了 ２６.２ 个百分点ꎮ 然而ꎬ奖项

激励对多元化发展的影响并未作用于女性获奖者ꎬ女性获奖者并未因获奖而拓展电影作品类型ꎮ

图 ２　 奖项激励总效果的性别异质性

注: 图中报告了“获奖∗阶段”这一交互项系数及其显著性ꎮ

考虑到电影行业的特征ꎬ外貌、身体状况等因素对演员的业务能力发挥有极大的影响ꎬ年龄成为

演员职业发展的一大障碍ꎬ提名时的年龄可能造成奖项激励作用的异质性ꎮ 如ꎬ较年轻获奖者ꎬ在获

奖时尚有较长的职业生涯ꎬ甚至处于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ꎬ可能会选择增加工作量、专一化地垄断市

场ꎮ 而较年长的获奖者ꎬ可能在获奖后ꎬ因容貌变化ꎬ不再适合过去的作品类型ꎬ需要调整作品类型ꎬ
甚至因身体状况而减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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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本研究在性别的基础上引入提名年龄ꎬ探究由提名年龄及性别不同导致的奖项激励总效果

的异质性ꎮ 本研究将女性提名者按其提名年龄分为三组:３０ 岁以下的女性、３０ 至 ４０ 岁女性以及 ４０
岁以上女性ꎮ 回归结果见图 ３ꎮ

图 ３　 女性提名者:奖项激励总效果的年龄异质性
注: 图中报告了“获奖∗阶段”这一交互项系数及其显著性ꎮ

图 ３ 显示奖项对女性获奖者的激励作用极其微弱ꎬ仅促进了 ４０ 岁以上女性获奖者的多元化发

展ꎮ 获奖后ꎬ４０ 岁以上女性获奖者以主创身份参演新作品类型的可能性提高了 ３３.８ 个百分点ꎮ 这是

由于女性在年龄偏大后无法出演之前的年轻女性形象ꎬ只能拓展作品类型ꎬ这解释了李冰冰与许晴在

不同年龄获奖后多元化发展趋势的不同ꎮ
同样ꎬ本研究将男性提名者按其提名年龄分为三组:分别是 ４０ 岁以下的男性、４０ 至 ５０ 岁男性以

及 ５０ 岁以上男性ꎮ 男性和女性提名年龄段划分上的差异主要是由男性和女性在身体和心理发育上

的差异决定的ꎮ 回归结果见图 ４ꎮ 图 ４ 显示:奖项对男性获奖者的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 ４０－５０ 岁

男性获奖者多元化发展的影响上———与女性获奖者相似ꎬ奖项激励不能提高任何年龄段男性获奖者

的后续工作数量与质量ꎬ但显著促进了 ４０－５０ 岁男性获奖者的多元化发展ꎮ
４０－５０ 岁的男性获奖者及 ３０－４０ 岁的女性获奖者均处于事业发展的黄金期ꎬ业务技术趋于成熟ꎬ

对行业规则的了解更加透彻ꎬ且身体状况较好ꎮ 但市场选择和自身选择双机制下奖项激励的总效果

却对这两个获奖群体呈现出异质性ꎮ 奖项激励仅给予年龄黄金期男性获奖者更多元化的发展空间ꎬ
却没有促进黄金期女性获奖者的多元化发展ꎮ

图 ４　 男性提名者:奖项激励总效果的年龄异质性
注: 图中报告了“获奖∗阶段”这一交互项系数及其显著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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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于提名奖项类型的异质性研究

依据主角及配角提名ꎬ可以将提名者分为两类ꎬ研究由提名奖项类型造成奖项激励总效果的异质

性ꎬ回归结果见图 ５ꎮ

图 ５　 奖项激励总效果的提名奖项类型异质性
注: 图中报告了“获奖∗阶段”这一交互项系数及其显著性ꎮ

图 ５ 显示:奖项激励对主、配角获奖者后续工作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ꎬ但对配角获奖者后

续工作的多元化发展程度有显著影响ꎬ对主角获奖者后续工作的多元化发展无显著影响ꎮ 获奖后ꎬ配
角获奖者以主创身份参演新电影作品类型的可能性提高了 ２０.６ 个百分点ꎮ 这是由于配角获奖者本身

适合的电影作品类型较多ꎬ获奖者通过展示其角色塑造能力ꎬ参演了更多的作品类型ꎮ
基于主角和配角奖项激励总效果的异质性ꎬ本研究依据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四种奖项(男主角奖、

女主角奖、男配角奖、女配角奖)对提名者进行分类ꎬ进一步探究奖项激励总效果的提名奖项类型异质

性ꎬ回归结果见图 ６ꎮ

图 ６　 奖项激励总效果的“性别＋提名奖项类型”异质性
注: 图中报告了“获奖∗阶段”这一交互项系数及其显著性ꎮ

图 ６ 的结果与图 ５ 基本一致ꎮ 在更细致地划分提名奖项类型后发现ꎬ奖项激励并不会对各类获

奖者的后续工作数量、质量产生显著影响ꎬ这与图 ３、图 ４ 的结果相一致ꎮ 获奖这一状态变化仅促进了

男主角和女配角获奖者后续的多元化发展ꎮ

(二)识别奖项激励的自身选择机制

奖项激励总效果的实证结果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奖项激励的总效果到底受控于市场选择机制还

是自身选择机制? 到底哪种激励机制是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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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名作品完成时间为节点ꎬ至被奖项提名为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１ꎬ以该时间节点往前推同等时间为ｐｅｒｉｏｄ′ｔ ＝
０ꎮ 大部分提名作品完成至被奖项提名需要 １－２ 年的时间ꎮ 表 ６ 表明ꎬ获奖者在提名作品完成前与提

名未获奖者的工作状态无显著差异ꎬ符合使用双重差分的基本假设ꎮ 而获奖者与提名未获奖在提名

作品完成后表现出工作状态的不同ꎬ则是奖项激励自身选择机制造成的对获奖者后续工作状态的影

响ꎬ因为该影响不受市场选择机制的干扰ꎮ

表 ６ 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被解释变量在ｐｅｒｉｏｄ′ｔ ＝０ 的差异比较

数量 质量 新类型

ｄｉｆｆ －０.３６００ －０.１２８０ －０.０１１９

(０.２４２０) (０.１２００) (０.０１４０)

　 　 注:表中报告了估计系数ꎬ括号内为标准误ꎬ∗∗∗ｐ<０.０１ꎬ ∗∗ｐ<０.０５ꎬ ∗ｐ<０.１

使用 ＳＵＲ 模型识别自身选择机制下奖项激励的作用见表 ７ꎮ 结果表明:奖项激励的自身选择机

制显著提高获奖者以主创身份参演电影的豆瓣平均评分 １.１２ 分ꎬ并显著提高其参演新电影作品类型

的可能性 １８.８ 个百分点ꎻ但奖项激励的自身选择机制对工作数量却没有显著影响ꎮ 工作状态三个维

度的残差项协方差显著高度相关ꎬ说明了使用 ＳＵＲ 估计的必要性ꎮ

表 ７ 自身选择机制下的奖项激励作用(ＳＵＲ)

变量

(１) (２) (３)

总数量 豆瓣评分 新类型

获奖 ０.５２９０ －０.１３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０.４２８０) (０.２４８０) (０.０１３１)

阶段 －０.６０３０∗∗ －１.８６６０∗∗∗ ０.４２８０∗∗∗

(０.２４９０) (０.２４５０) (０.０３５４)

获奖∗阶段 ０.３２１０ １.１２１０∗∗ ０.１８８０∗∗

(０.６１３０) (０.４９４０) (０.０８２９)

父母是否为演艺人员 －０.０９０８ ０.１７５０ －０.０１９２

(０.４０８０) (０.４０６０) (０.０６３４)

是否有表演相关学历 ０.４７１０∗∗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３２３

(０.２３００) (０.２３９０) (０.０３４２)

民族 ０.３１５０ ０.２９５０ －０.００３７

(０.２６００) (０.３１７０) (０.０４２１)

提名年龄 －０.０３１０∗∗∗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０１４)

星座 ０.０７４５０∗∗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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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总数量 豆瓣评分 新类型

获奖作品中主演顺序 －０.０９０９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８５０) (０.０９３４) (０.０１２９)

常数项 ３.２８８０∗∗∗ ６.２８８０∗∗∗ ０.１２１０

(０.５１８０) (０.６４８０) (０.０８２７)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奖项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相关性

(１) － ０.３０９０∗∗∗ ０.３３７０∗∗∗

(２) ０.３０９０∗∗∗ － ０.３４３０∗∗∗

(３) ０.３３７０∗∗∗ ０.３４３０∗∗∗ －

Ｎ ４６６ ４６６ ４６６

　 　 注:表中报告了估计系数ꎬ括号内为标准误ꎮ ∗∗∗、∗∗和∗分别代表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显著ꎮ

自身选择机制也存在性别造成的异质性ꎬ结果见图 ７ꎮ 奖项激励的自身选择机制对男性获奖者激

励作用很大ꎬ几乎全面激励了男性获奖者的后续工作状态ꎮ 与男性提名未获奖者相比ꎬ男性获奖者在

获奖后自身选择增加至少 １ 部电影ꎬ提高其电影作品平均豆瓣评分 １.６７ 分ꎬ并提高以主创身份参演新

电影作品类型的可能性 ２０.２ 个百分点ꎮ 而自身选择机制对女性获奖者后续工作状态的所有维度都没

有显著的激励作用ꎮ

图 ７　 奖项激励自身选择机制的性别异质性
注: 图中报告了“获奖∗阶段”这一交互项系数及其显著性ꎮ

进一步对女性各年龄层进行异质性分析ꎬ结果见图 ８ꎮ 图 ８ 显示:仅有 ３０ 岁以下较年轻女性获奖

者在奖项激励的自身选择机制下ꎬ显著提高了其以主创身份参演新电影作品类型的可能性ꎮ 而自身

选择机制对各年龄段男性获奖者的奖项激励作用更显著ꎬ见图 ９ꎮ ５０ 岁以下的男性获奖者均有提高

其工作质量的强烈意愿ꎻ较年轻的 ４０ 岁以下男性获奖者在自身选择机制下有多元化发展的意愿ꎻ但
较年长的 ５０ 岁以上的男性获奖者则不愿意拓展新的作品类型ꎬ有专一化发展的意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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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女性提名者:奖项激励自身选择机制的年龄异质性
注:图中报告了“获奖∗阶段”这一交互项系数及其显著性ꎮ

图 ９　 男性提名者:奖项激励自身选择机制的年龄异质性
注: 图中报告了“获奖∗阶段”这一交互项系数及其显著性ꎮ

同样ꎬ本研究也基于提名奖项类型来探索奖项激励自身选择机制的异质性ꎬ结果见图 １０ꎮ 图 １０
表明:奖项激励的自身选择机制对主角获奖者并没有显著作用ꎬ但对配角获奖者的激励作用很显著ꎮ
首先ꎬ在自身选择机制下ꎬ配角获奖者的电影作品平均豆瓣评分显著提高了 １.８２ 分ꎻ其次ꎬ配角获奖者

自身选择更多地参与新的电影作品类型ꎬ表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意愿ꎮ

图 １０　 奖项激励自身选择机制的提名奖项类型异质性

注: 图中报告了“获奖∗阶段”这一交互项系数及其显著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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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说明ꎬ综合分析提名奖项类型和获奖者性别的关系可以发现:奖项的自身选择机制激励男

主角获奖者提高了其后续的电影作品数量大约两部ꎬ同时提高了其参演新电影作品类型的可能性 ２７
个百分点ꎻ奖项的自身选择机制可以激励男配角获奖者提高其后续电影的作品质量ꎻ而整体上ꎬ奖项

激励的自身选择机制对女性获奖者的作用不显著ꎬ仅有女配角获奖者在获奖后有参演新电影作品类

型的意愿ꎮ

图 １１　 奖项激励自身选择机制的“性别＋提名奖项类型”异质性

注: 图中报告了“获奖∗阶段”这一交互项系数及其显著性ꎮ

(三)市场选择机制的讨论

通过识别奖项激励总效果和奖项激励自身选择机制ꎬ可以推断出奖项激励市场选择机制的三个

特点ꎮ
首先ꎬ市场选择机制同自身选择机制对多元化发展的激励作用基本保持一致ꎮ 获奖者ꎬ如配角获

奖者和男性获奖者ꎬ只要在自身选择机制下表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意愿ꎬ市场选择机制均予以接纳ꎻ但
在性别和年龄双重条件下ꎬ市场选择机制抑制了较年轻获奖者对多元化发展的自身选择ꎬ抑制了 ５０
岁以上男性获奖者对专一化发展的意愿ꎬ但给予 ４０－５０ 岁男性获奖者多元化发展的机会ꎻ同时ꎬ市场

选择机制抑制了 ３０ 岁以下女性获奖者的多元化发展的意愿ꎬ反而给予 ４０ 岁以上女性获奖者多元化

发展的机会ꎮ
其次ꎬ对于男性获奖者而言ꎬ奖项激励对工作数量和质量的总效果不显著ꎬ但在自身选择机制下ꎬ

奖项对男性获奖者有高产、高质的激励作用ꎮ 这说明市场选择机制抑制了男性获奖者自身对高产、高
质的发展意愿ꎮ

最后ꎬ市场选择机制的奖项激励作用对大部分女性获奖者均不显著ꎬ仅为 ４０ 岁以上女性获奖者

提供多元化发展的机会ꎬ并接纳女配角获奖者自身选择机制下的多元化发展意愿ꎮ

五、研究结果与对策建议

(一) 研究结果

本研究区分并识别了市场选择和自身选择双机制下的奖项激励作用ꎬ阐明了奖项激励机理ꎬ为破

解奖项激励的实证之谜提供了新的解释ꎬ实证结果表明:
(１)奖项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对获奖者后续工作多元化发展的影响ꎮ 奖项激励未造成获奖者后

续工作数量、质量的显著变化ꎬ但存在性别导致的机制异质性ꎮ 市场抑制了男性获奖者通过自身选择

机制表达的高产、高质的发展意愿ꎬ而两种机制对女性获奖者几乎均不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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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市场选择机制和自身选择机制对获奖者多元化发展的激励作用基本一致ꎬ鼓励获奖者拓展电

影作品类型ꎬ但依然存在性别和提名年龄双条件下的奖项激励异质性ꎮ 市场选择机制抑制了较年轻

获奖者(４０ 岁以下的男性和 ３０ 岁以下的女性)对多元化发展的意愿ꎬ也抑制了年龄超过 ５０ 岁男性获

奖者对专一化发展的意愿ꎮ 市场选择机制为 ４０－５０ 岁男性和 ４０ 岁以上女性获奖者提供多元化发展

的机会ꎮ
(３)主配角获奖者的奖项激励作用存在异质性ꎮ 市场选择机制和自身选择机制对男主角和女配

角获奖者多元化发展的奖项激励作用是一致的ꎬ鼓励其多元化发展ꎻ而两种机制对男配角和女主角均

无多元化发展激励作用ꎬ由此形成同性别不同提名奖项类型间不同的多元化发展激励作用ꎮ 同时ꎬ市
场选择机制抑制了男主角获奖者对高产的发展意愿ꎬ抑制了男配角获奖者对高质的发展意愿ꎮ

(二) 对策建议

第一ꎬ组织女性获奖者交流活动ꎬ降低奖项激励作用的性别异质性ꎮ 男性获奖者通过自身选择机

制表达了正向的工作意愿ꎬ而女性获奖者却在双机制下均不受奖项激励的影响ꎮ 通过女性获奖者交

流活动ꎬ一方面可以鼓励女性获奖者表达自己的工作意愿ꎬ另一方面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了解女性获奖

者ꎬ缓解奖项激励作用的性别异质性ꎮ
第二ꎬ增加集体荣誉奖项ꎬ降低奖项激励作用由主配角造成的异质性ꎮ 市场选择机制会忽略配角

获奖者自身表达的正向工作意愿ꎮ 因此ꎬ要积极引导ꎬ淡化主角、配角之间的界限ꎬ增加更多的集体荣

誉奖项ꎬ强调团队成果ꎬ突出合作理念ꎬ推动团队创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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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ｗｉｎｎｅｒ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ａｓｋ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ｏｔｈ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ｗｉｎｎｅｒ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ａｓｋ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ｄｅｎｉｅｓ ｊｕｎｉｏｒ ｗｉｎｎｅｒ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ｕｒｓｕｅ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ａｓｋ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ｗｈｉｌｅ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ａｓｋｓ ｔｏ ｓｅｎｉｏｒ ｗｉｎｎｅ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ｗａｒ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ꎻ ｍｏｖｉ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ꎻ Ｄｏｕｂａｎ ｓｃｏｒｅｓꎻ 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ａｓｋ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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